
[联系我们]    [设为首页]    [加入收藏] 

中心简讯 

  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，该中心是复

网站首页     中心文章     通识教育     成员著作     中心活动     中心成员     资料下载     辑刊投稿     资源建设     中心论坛     

思想史首页－中心文章－书评札记－朱子学术研究的启新——评束景南《朱熹年谱长编》 

朱子学术研究的启新——评束景南《朱熹年谱长编》 
 

曾 亦   2002年11月 

历来治朱子学者，尤重年谱。大抵做学问者，皆须讲门径，不得其门径而入，则不免隔靴搔痒，甚而至于郢书燕说之诮，又如何能窥见高墙内

的“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”。治一般人物，尚能隔墙相望，或可说得个一二。而朱子这般人物，墙太高，门太深，不真正寻着个路头进去，终

不过是在门墙外“望空揣摩”而已。而朱子之年谱，便是进入朱子学术之门径。 

 

何以治朱子学须重年谱呢？朱子自承其天资鲁钝，这自是其谦辞。然朱子为学数不得其门而入，又，朱子为文，常常数易其稿而后定，这些却

是事实。朱子学术一生凡数变，大致言之，从朱子早年师从二刘（白水勉之、子翚屏山）、胡（籍溪宪）开始，又师李延平（侗）是一变，接

触湖湘之学又一变，己丑间提出中和新说又一变，自此，朱子主敬致知之“学问大旨”才大致确定下来。至于朱子学术小处之变，则不可胜记

矣。如朱子对延平“求中未发”工夫的态度，由初时之“未达”，潭州时则折从张南轩栻，至后来新说之悔，再至后来之微辞，可见朱子学术

之复杂。毫无疑问，朱子这种数易其说的经历对其成熟时期的学术留有很深的印记。因此，年谱对朱子学术脉络的梳理就显得尤其重要。勿庸

置疑，年谱正是进入朱子学术的不二门径。当然，年谱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此，南宋整个道学的发展与朱子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，当我们考察几

乎每一个学术人物时，都不同程度牵涉到朱子，这也是治朱子年谱之重要的另一理由。 

 

因此，作朱子年谱者世有其人。自朱子殁后，即有门人李果斋方子之《紫阳年谱》、蔡九峰沈之《文公年谱事实》、蔡觉轩模之《文公年谱大

略》。后来作年谱者则多因于三门人年谱，“辗转抄袭，面目雷同”，“遂使八百年来陈陈相因，乃至踵讹谬承亦谱谱相同而不自觉矣”

（《朱子年谱长编》序）。其中稍可观者，如明戴铣《朱子实纪》、李默《紫阳文公先生年谱》、清洪嘉植《朱子年谱》、王懋竑《朱子年

谱》，而王白田懋竑之年谱则又集众谱之大成，尤出诸人之表，然“亦简略疏误，亦未脱旧谱窠臼”。近世治朱子之大家，如牟宗三、唐君

毅、刘述先、陈荣捷、陈来诸人，亦多重年谱，然皆不出白田年谱之籓篱。于是，丹阳束景南先生起而作新谱，曰《朱熹年谱长编》，“不以

旧谱为标准，不以旧谱为依据”，撇开李果斋以下诸旧谱，直接从原始文献入手，考辨朱熹生平行事。唯此，则“凡旧谱之误皆可得正，凡旧

谱之阙皆可得明”（《朱子年谱长编》序），才完全跳出旧谱窠臼，成为一全新之年谱。 

 

束先生自称其谱为“新谱”，其新何在？如其所言，即不由旧谱入手，而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建立年谱。这种推倒重来的做法着实不易，亦颇

具风险。然观乎所作，则信斯言矣。《长编》资料征引之富，考订之精审，当足以成立一新谱矣。年谱之长在考订，而不在思想，故为之作书

评，颇感不易措手。然与其空言誉美之，不若直接就其考订之实以见其长。兹撮取二例以明之。 

 

束先生曾数次向笔者提及他对朱子与佛教徒交往的考订。一般来说，道学家们早年都有过一段出入佛老的经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而朱子本人

亦多次提及其早年受佛教徒的影响，然皆不过泛言之，至于其与佛教徒交往的具体行谊，却不见于朱子自己的叙述，如《文集》、《语类》均

未有相关资料。李果斋、王白田诸年谱亦只是提及二刘、胡之喜佛及对朱子的影响，至于朱子本人与佛教徒交往的具体经历，历来是一个空

白。束先生认为这是为尊者讳之故。既然朱子自己未叙及之，诸年谱又讳不言之，于是束先生独辟蹊径，从当时佛教徒的记载中却寻找相关线

索。 

 

学术界向来以为朱子之学佛主要受业师之一的刘屏山的影响，然而在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四有这样一条：“某年十五六时，亦尝留心于此。一

日在病翁（屏山）所会一僧，与之语。其僧只相应和了说，也不说是不是；却与刘说，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。刘后说与某，某遂疑此僧

更有要妙处在，遂去扣问他，见他说得也煞好。及去赴试时，便用他意思去胡说。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，由人粗说，试官为某说动了，遂得

举。”此条明显表明朱子之学佛主要不是得自屏山，而是得自一僧。至于此僧为谁，朱子亦未明说。束先生经过非常细致的考订，认为此僧即

宗杲高弟子道谦禅师。此在绍兴十四年甲子，朱子年十五，初识道谦禅师。十五年乙丑，朱子年十六，刘子翚为朱子取字元晦，束先生《朱子

大传》以为“元晦”与宗杲字“昙晦”有关。此盖束先生之推论，不见于《长编》，《长编》仅列《屏山集》卷六《字朱熹祝词》与《文集》



卷八十二《跋潘显甫字序》。观子翚《字词》，朱子字“元晦”乃欲其慕孔门曾、颜之故，大概束先生后来以为不妥而不取此说。十六年丙寅

秋，朱子年十七，道谦出世建之开善寺，朱子频向道谦问禅学佛。此据《历朝释氏资鉴》卷十一及《佛法金汤》卷十五所载朱子《祭谦开善禅

师文》中“丙寅之秋，师来拱辰。乃获从容，笑语日亲”为说。又常往竹原庵向道谦师兄宗元问禅。十七年丁卯春，朱子年十八，道谦往衡阳

随宗杲，朱子寄书宗杲问禅。此条见于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下《与开善道谦禅师书》，又见于《历朝释氏资鉴》卷十一、《佛法金汤编》卷十五

及《归元直指集》卷下。绍兴二十年庚午，朱子二十一，道谦自衡阳归密庵，朱子屡至山中，与道谦朝夕咨参问道，书牍往还学禅。此则以释

晓莹《云卧纪谈》引道谦《答元晦》书为证。二十一年辛未，朱子年二十二，建斋室名“牧斋”，束先生认为此与道谦名有关，盖“牧”与

“谦”皆出于《易》之谦卦：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”可见此时道谦对其影响之深。而其时所作之《牧斋净稿》实为朱子“朱子出入佛老

之高潮时期”。二十二年壬申，朱子年二十三，朱子有书致道谦问禅，道谦有答书。朱时恩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下载朱子、道谦问答语，又《文

集》卷一《斋居诵经》诗即明此事。四月，朱子访密庵道谦，此由《祭开善谦禅师文》与《牧斋净稿》中诗为证，当在此时。九月，道谦卒，

朱子有《祭开善道谦禅师文》，此文收入《佛法金汤篇》卷十五及《历朝释氏资鉴》卷十一。 

 

又一例。关于朱子赴潭州会南轩时的具体内容，历来有诸多争论。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朱张“讲论之语，于文集、语录皆无所考”（白田

《朱子年谱考异》）。后人论此次会讲，唯据果斋《紫阳年谱》中的两条记录，其一为南轩与朱子之赠行诗与答诗，另一为“是时，范念德侍

行，尝言二先生论《中庸》之义，三日夜而不能合”。后来李、洪诸谱皆载之，而白田则力辨其非。就第一条而言，白田否认“深契太极之

旨”之说，认为此说“非果斋之旧”，而主张诗中所言之太极非专言之，只是指称性之“未发”，与心之“已发”相对，因此，此条表明朱张

在潭州讨论的正是未发已发之中和问题。而就第二条而言，白田亦否认此条的真实性。盖朱子此时站在性未发、心已发这一湖湘学立场，故二

子绝无可能在此发生争执。 

 

束景南则直接从原始材料入手，对上述两种看法都不同程度提出了批评。束先生全面否定了王白田的说法：其一，朱张赠行诗与答诗中的“太

极”并非王懋竑所说的中和问题，盖此时朱子之中和旧说正与南轩相契，断不可能发生如此激烈争论。束先生《朱子大传》尚有一说，所谓

“论《中庸》之义三日夜不能合”系范伯崇所见，而范伯崇来湖湘后一直住在衡山其兄弟处，偶尔才来长沙见朱张，无从看到二人夜夜对榻高

论的情景，只有在临别前这三四天中朝夕同舟与朱张相随居住在一起，才能亲眼目睹两人日夜讨论争辨的全部情景。其二，束先生似乎也不同

意果斋等人的说法，而认为太极问题实际上与“《中庸》之义”是一致的，即都是讨论《中庸》之性的问题。因此，朱张之争论是有的，只不

过不在中和问题上，而在对《中庸》的性的理解上。束先生进而认为，这种争论不过是二人对《中庸》的训解注说之不同所致，这就将二人的

争论彻底脱离了中和问题的背景。 

 

不过，束先生此说亦有疑处。《中庸》论性与湖湘无对之性、朱子性善之性却未必有关系，此其一也。朱子即便在其旧说时即不同意湖湘之

“性无善恶”，如“人自有生”四书中有便有“但性不可以善恶名，此一义熹终疑”之语（《文集》卷三十一，《答张敬夫三十五》），如何

又“从君识乾坤”、“始知太极蕴”。因此，一定要肯定朱张争论的真实性，就必须确认这样两个事实：南轩本人此时坚持湖湘性无善恶的立

场以及朱子在这个问题上折从南轩，放弃本来之性善之说而取性无羞恶说。这是两个颇难解决的问题。就南轩本人而言，此时完全站在乃师胡

五峰“性无善恶”的立场吗？因为从南轩后来与其他湖湘学者的交往来看，其对五峰的批评多在此处，不知此说得自朱子，抑或自悟。而就朱

子而言，“从君识乾坤”、“始知太极蕴”难道是就性上取得一致吗？白田以为《艮斋铭》是朱张会讲之成果，而《艮斋铭》的主旨则是朱子

赞同了湖湘学者“先察识后涵养”的工夫论，而同时之《答何叔京十一》（《文集》卷四十）、《答程允夫第五》（《文集》卷四十一）明显

表现了朱子在工夫论上受南轩的影响。盖朱子此时唯在工夫论上折从南轩，而对未发已发的理解二子在潭州之会前即无异论，至于论《中庸》

之性之始异而终合，所据则未必充分。其实，中和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，一为对未发已发的理解，一为由此派生的功夫问题。朱子先前赞同

了湖湘学者在前一个问题上的立场，而潭州之会则是进一步解决第二个问题，之后朱子始取湖湘学者“先察识后涵养”之说。而朱子对湖湘学

之批评亦自对此功夫的反省入手，因此，中和新说的主旨则是在工夫论上，而未发已发问题则是派生出来的，这个过程与中和旧说完全颠倒过

来。此其二也。 

 

第三，束先生认为朱张潭州之会是一次全面的学术讨论。束先生从《文集》《语类》中考订出如下几个方面：一、论“主敬”；二、论“仁”

说；三、论《中庸》学；四、论撰写《张浚行状》；五、批评湖湘学之禅气。六、对各自经学、史学著作之讨论。在此，束先生体现了非常细

腻地爬梳材料的功夫，而前贤皆不及言之。 

 

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，年谱对于朱子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有旧谱，而有旧朱子学；今有新谱，当有新朱子学。因此，当王白田

《朱子年谱》主导了二三百年的朱子学研究之后，束景南先生的《朱子年谱长编》作为一新谱，将使对朱子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我想，

这个期待将不会是过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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